
1 
 

台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自主採擇 

王泰升
 

 

一、歷史背景概述 

  

歐洲的民法早在 16 世紀，就由西班牙人帶入其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地，以致

後來獨立的中南美洲國家，於今仍施行著歐陸式民法。歐洲本身則於 1804 年誕

生了第一部近代的民法法典，亦即採取私有財產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

民法三大原則的拿破崙法典。義、荷、葡、西等西歐國家接著均制定其本國的民

法典，德國也較晚的在 1900 年制定其近代民法典。這些屬於歐陸法系國家的民

法，在此統稱為「歐陸民法」（亦可稱為「西歐民法」），以相對於同屬近代西方

法律文明，但以未經法典化的普通法為主的「英美民法」。隨著 19 世紀西方勢力

的擴張，歐陸民法與英美民法一同展開對亞洲、非洲等地，包括在此所討論的台

灣，的法律輸出。1
 

 

從 19 世紀後半葉起，歐洲強權或者將歐陸民法施行至其在亞洲、非洲的各

個殖民地，例如今之越南，或者以廢除領事裁判權為誘因，促使如日本、泰國、

中國等亞洲國家繼受歐陸民法。甚或間接的透過日本之已繼受歐陸民法，而將整

個繼受歐陸民法的地域，擴及舊日本帝國所曾統治過的殖民地，例如台灣、朝鮮。

但在二次大戰後的脫殖民地浪潮中，台灣不同於朝鮮的是，並未獨立而建立本國

法制，卻是再一次由非本地人所建立的政府，亦即來自民國時代中國（1911-1949）

的國民黨政權，以中國的法律進行統治。台灣在歷史上之經由日、中兩國法制而

繼受歐陸民法，於眾多繼受西方法的國家中，顯現出一定的獨特性。2
  

 

同樣係繼受歐陸民法的國家，常因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而在規範內涵上各

具特色，台灣亦然。台灣於 1895 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啟了對歐陸民法的繼

受，但台灣人的武裝抗日使得日本當局採取「特別統治」政策，故直到 1923 年

才在台灣大幅施行日本的歐陸式民法。於 1945 年，民國時代中國的政府接收台

                                                      
 本論文初稿原以「台灣對歐陸民法的繼受及其獨特性」為題，2015 年 12 月 19 日在韓國發表

於韓國民法學會、梨花女子大學法學院主辦的「The Reception of European Civil Law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sia Legal System」國際研討會（會中有韓文版）；再經翻譯

為德文後，2016 年 6 月在德國發表於 Max-Planck-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的期刊。於

今改以現在的題目及做若干修改，經翻譯為日文後在日本發表，以之向名城大學法學部谷口昭教

授致敬。 
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大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臺史所暨

法律所合聘研究員。 
1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4 版，2012），頁 101-102、105-106。 

2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修訂版，201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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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後，立即施行中國於 1929-1930 年所制定的歐陸式民法。然而，就在 1949 年

中國改由當今的共產黨政府統治之際，原在民國中國執政的國民黨，從同年 12

月 9 日起，實際上僅以台灣（包括原屬中國福建的金門、馬祖兩個小島）為領域

來運作國政，但法律上仍維持民國時代中國的國家名稱－中華民國－以及領土宣

稱，使得台灣成為一個事實上（de facto）主權國家。3
 因此，台灣不曾施行今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而是從 1945 年被國民黨政權接管時起，一直

不間斷地施行來自民國時代中國的「中華民國民法」。 

 

該中華民國民法的規範內涵，從 1950 年迄今，一直跟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的發展而變遷，構成「中華民國法台灣化」的一部分，4
 故於今可稱之為

「台灣民法」。台灣的歐陸式民法原本為中國而制定，但其現實上規範的對象，

於大多數的時間裡（1950 年迄今），卻是在台灣，而非在中國的人民。在此獨特

的情境下，台灣人民如何在多種政治力量及法律文明的衝擊下，自主地形塑出以

歐陸法系為基本架構的現代民法，5
 正是台灣的故事中最引人入勝之處。 

 

二、以歐陸民法概念建構台灣人的民事習慣法（1895-1922） 

 

 於 19 世紀末的 1895 年，跟朝鮮人民不一樣的是，台灣人民在還不曾本於主

權國家的地位進行法律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前，就已被東亞率先現代化的

日本帝國以國際條約及軍事征服納入統治了。但日治之初，以日本人為「他者」

而逐漸形成「台灣人」認同的在台漢人，以民間武力激昂地對抗日本正規軍，使

日本政府了解台灣人在種族文化上，確實與日本人存有一道鴻溝，從而仿效西方

強權在其亞洲、非洲殖民地的法制設計，在台灣建構一套與日本內地不完全一樣

的特別法制。6
 

 

以台灣施行特別法制作為前提，日本帝國政府決定以源自漢族法律傳統的台

灣人習慣，作為處理其民事事項的準據法。台灣總督府首先於 1895 年 11 月間，

以軍事命令公布《台灣住民民事訴訟令》，其第 2 條規定：「審判官準任地方的

                                                      
3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09-119。在台灣的實證法上，關於國家領土仍宣稱除了

台灣之外，還包括中國大陸，故尚未宣示台灣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台灣通常被視為如同國

家的政治共同體，但由於中國的反對，目前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並不承認台灣為國家。 
4
 「中華民國法台灣化」的概念所強調的是，中華民國法秩序已因應 1950 年之後台灣政經社文

的發展，而顯現出不同於 1949 年最終作為民國時代中國法時的內涵。參見王泰升，《臺灣法律現

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大出版中心，

2015），頁 121-123。 
5
 如上揭註所引用之文獻所示，筆者認為整個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可謂是：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 
6
 參見 Edward I-te Chen, “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Empire: Legal Perspectives,” in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4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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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及法理審斷訴訟」。日本民法典雖於 1898 年 7 月 16 日生效，但其未施行於

台灣。在台灣的民商事項，係由台灣總督經天皇敕裁而發布之在台灣與法律具同

一效力的律令（參見 1896 年法律第 63 號），加以規範。同在 1898 年 7 月 16

日發布的律令第 8 號及第 9 號，可歸納出兩點：（1）日本人及清國人以外之外

國人的民事事項依日本民法典，惟其關於土地之權利須依舊慣，（2）僅涉及台

灣人或清國人的民事事項，依舊慣。此一規範模式，為 1908 年 8 月以律令發布

的《臺灣民事令》所沿襲，並一直施行至 1922 年 12 月 31 日。7
 由於台灣人口

中台灣人占絕大多數，故實際上在台灣的民事事項大多是「依舊慣」。宜注意的

是，上述法律上所稱的「台灣人」，不包括未接受漢族文化的高山族原住民，故

其民事事項原則上是由警察參酌，而非「依據」，原住民族習慣而自由裁斷。8
 

 

 在台灣殖民地的司法或行政官員，於適用「舊慣」時，須以歐陸民法的法律

術語及基本概念進行詮釋或轉譯。按日本來台進行殖民統治時，其本身早已從明

治初期之導入以法國為主的西歐法學，而隨著1890年代日本現代型法典的制定，

逐漸發展成一門用以解釋國家法律之意涵的實用之學，且民法學受同時期德國的

概念法學影響，而試圖自成一個體系。9
 雖如上所述，在台灣僅於法律關係涉及

一位日本人時，才可援用日本民商法典，以致那些著眼於日本民商法典之釋義的

法學知識，可發揮的空間有限，但前述條文中關於「舊慣」之意涵，仍須與使用

歐陸法律用語及概念的整個日本帝國法秩序具有「相容性」。亦即，在行政及司

法上進行法律適用時，須依邏輯上的三段論法，將以歐陸法律概念所表達之存在

於「舊慣」中、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rule），亦稱「習慣法」，適用於行政

（例如土地調查）或司法（例如民事訴訟）上的個案事實，以得出該個案的法律

判斷。10
 或在立法上，將從「舊慣」中所發現的一般規範予以條文化，讓現代

型的行政或司法機關得將其適用於個案。 

 

基於上述需求，日本由曾到德國留學、在大學裡講授民法的岡松參太郎主導，

進行台灣舊慣的調查。作為該項調查最終報告的《臺灣私法》，在編排體例上區

分為不動產、人事、動產、商事及債權四編，11
 雖與日本的歐陸式民商法典有

別，但兩者大同小異，均是本於德國的概念法學而為體系化的結果。且以作為歐

陸法學核心的「權利」觀念，對各種法律關係進行類型化時，有意地配合日本民

法上的分類基準。12
 

                                                      
7
 參見谷野格，《臺灣新民事法》（台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3），頁 11-19。 

8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1668。 
9
 參見山中永之佑等著，堯嘉寧等譯，《新日本近代法論》（台北：五南，2008），頁 378-380、386。 

10
 較詳細的論述，參見王泰升，〈論台灣社會上習慣的國家法化〉，《臺大法學論叢》，44 卷 1 期

（2015 年 3 月），頁 17-18。 
11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 臺灣私法》，第

一卷上（台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敘言，頁 2-5、8。 
12

 例如，台灣人原有以支付一筆費用、換得使用他人土地的舊慣上「贌」關係，《臺灣私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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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某些歐陸民法上權利類型，曾透過民事特別立法的方式，被夾帶

至台灣。日本統治當局以歐陸民法概念來詮釋或轉譯台灣人固有規範時，雖可以

某程度形塑成其所偏好的態樣，但終究有其界線存在，不能任意的扭曲或創造，

此時若有轉化為西歐式民事權利之統治上需要，則不能不出以特別立法。例如，

清治台灣某些土地有「一田二主」現象，實質上開墾並控制土地、被稱為「小租

戶」的地主，須向從官府獲得開墾執照、被稱為「大租戶」之人繳納一定的租穀。

在「依舊慣」的規定下，該獲取租穀之利益已依歐陸民事概念而權利化為「大租

權」。這使得稱為小租戶的地主對土地所享有的利益，雖已被權利化為「業主權」，

但其上卻存有民事法上負擔，不同於歐陸民法上所有權之具有絕對性。台灣總督

府因而於 1904 年，以同年律令第 6 號消滅大租權並補償該等權利人，13
 實現歐

陸民法上「一物一權」主義。再於 1905 年，以同年律令第 3 號發布《臺灣土地

登記規則》，規定土地台帳已登錄地之業主權的得喪變更，須經登記始生效（第

1 條）。14
 換言之，原本以歐陸法概念轉譯而成的「業主權」，此後在實質內容上

被改造為歐陸民法上所有權。該項土地登記規則亦將原本以歐陸法概念轉譯的

「胎權」、「典權」，在實質內容上分別改造為歐陸民法上屬於擔保物權的抵押權、

質權。15
 

 

不過，如上以特別民事立法進行改造的例子並不多，台灣總督府才會在 1914

年，擬全面的就已用歐陸法概念轉譯的習慣法上權利，進行可能改造其規範內容

的「舊慣立法」，而提出了許多台灣民事法典草案。包括「臺灣民事令」、「臺灣

親族相續施行令」、「臺灣不動產登記令」、「臺灣競賣令」、「臺灣非訟事件手續令」、

「臺灣人事訴訟手續令」、「臺灣祭祀公業令案」、「臺灣合股令改正案」等在內的

律令案，除了承襲前述以歐陸民法用語、概念甚至權利類型所為的轉譯或改造之

外，還經常直接「參照」日本、德國、法國、瑞士等歐陸國家立法例，將之訂入

條文中。16
 換言之，殖民地政府欲制定出融合台灣習慣法及歐陸民法、可謂具

有台灣獨特性的歐陸式民法，但此正抵觸了帝國政府將台灣統合進日本國族國家

的政治目標，故該等法案終未能施行於台灣。 

 

三、以繼受日本的歐陸式民法為主（1923-1945） 

 

                                                                                                                                                        
此，就依借用目的之不同，區分為「贌佃」、「贌地基」、以及「贌地」，應是有意配合或對應至日

本歐陸式民法典上「永小作權」、「地上權」、以及「賃貸借」的權利類型。 
13

 條文內容，見条約局法規課，《律令総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東京：条約局法規

課，1960），頁 105-106。 
14

 條文內容，見条約局法規課，《律令総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 163。 
15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335-339。 
16

 關於這項舊慣立法的詳細討論，參見王泰升，《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結合台灣法律社會史與

法律論證》（台北：作者自刊，元照總經銷，2010），頁 17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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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是台灣繼受歐陸民法之劃時代的一年，此後歐陸民法典當中的財產

法部分，已不僅僅是法律概念，而是完整的法規範內容，都被納入台灣民法。在

1919 年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統治政策確立為「內地延長」之後，台灣的民商法制

改革方向，已從制定台灣特有的民法典，改為朝著施行日本的民商法典前進。從

1923 年 1 月 1 日起，日本民法典中的總則、債編、物權編均施行於台灣（但並

未施行於朝鮮殖民地），惟僅涉及台灣人的親屬繼承事項以及既存的祭祀公業，

不適用日本民法親屬繼承兩編，而是「依習慣」。17
  

 

然而實證法中的台灣人親屬繼承習慣法，仍不免於受歐陸民法影響。從日治

前期，特別是在「內地延長」政策當道之後，以日本人法官為主的殖民地法院，

多少出於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意圖，而在認定台灣人習慣法時，帶入了許多

日本民法親屬繼承兩編之規定。這使得歐陸身分法上親權、監護、親屬會議、個

人主義婚姻或收養、代位繼承、限定繼承、拋棄繼承等概念或制度，順勢某程度

被引進台灣。18
 殖民地法院也儘量將日本民法中屬於日本傳統之以戶主為中心

的家制，帶入台灣人有關親屬繼承的習慣法中。19
 不過，戰前日本民法所規定

之由長子單獨繼承家的財產，並未被引進台灣，台灣人習慣法上仍由諸子共同繼

承家的財產。20
  

 

與歐陸民法的繼受相關者，還有解釋歐陸式民法條文的各種學說，此涉及所

謂的「學說繼受」。與同時期的朝鮮人不同的是，台灣人在 1895 年遭日本殖民統

治之前，並沒有曾受現代/西方法學教育者，大約從 1910 年代中期才開始有具備

日文能力的台灣青年前往東京學習法律；於 1920 年代，其人數漸多。21
 由於 1920

年代起所育成的台灣人法學者係在日本內地，尤其是東京，學習法律，故其所熟

悉者，乃是繼受自歐陸學界的戰前日本民法釋義學。本於這些歐陸式民法學的訓

練，台灣人習法者展現了具有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民法學說，例如從事政治異議活

動的林呈祿及鄭松筠，即以爭取全體台灣人最大利益為旨趣，對 1920 年代日本

民法典應否施行於台灣的議題表示意見。但從該等論著非刊載於法學專業期刊，

可知其關於民法的主張，並不被幾乎均由日本人組成的台灣法學界所重視。22
 雖

                                                      
17

 其詳，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10-112、115-116、325-326；条約局法

規課，《日本統治下五十年の台湾（「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三）》（東京：条約局法規課，1964），

頁 80-83。相關的條文，見条約局法規課，《台湾の委任立法制度（「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一）》

（東京：条約局法規課，1959），附錄，頁 29-30。 
18

 參見曾文亮，〈全新的「舊慣」：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臺灣史

研究》，17 卷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37-150、154、158；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頁 371。 
19

 參見沈靜萍，《多元鑲嵌的臺灣日治時期家族法：從日治法院判決探討國家法律對臺灣人之家

及女性法律地位之改造》（台北：元照，2015），頁 172-173。 
20

 參見曾文亮，〈全新的「舊慣」：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頁 133-134、

147-148、156-157、165；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70。 
21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70-172。 
22

 參見王泰升，〈殖民現代性法學：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現代法學知識的發展（1895-1945）〉，《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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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數很少，但日治時期台灣人中仍存在著民法專家。例如，1930 年代前往滿

洲國任官的林鳳麟，曾在滿洲國長春（時稱「新京」）法政大學兼課，且以其民

法學素養，參與草擬滿洲國民法親屬繼承兩編。23
 

 

另一方面，還有少數的台灣人習法者，是在 1928 年所創設的台北帝大文政

學部政學科接受法學教育。但台北帝大法學教育所傳授者，與日本內地其他大學

法科幾無差異，並未因位於台灣而承繼日治前期以歐陸民法概念所建構之具有台

灣獨特性的舊慣法學。倒是在東京帝大習法後返台擔任辯護士的戴炎輝，曾部分

參考作為舊慣法學代表的《臺灣私法》，發表有關台灣人收養、婚姻、祭祀公業、

合會等民事方面的論著。然戴炎輝未能進入學院內任教，其對當時法學界的影響

力似相當有限。24
 綜上所述，在 1923年日本民法典之效力延長至台灣殖民地後，

台灣的法學大體上僅是戰前日本法學的一個支流，欠缺台灣在地特色。 

  

不過，日本歐陸式財產法在經日治前期 20 餘年的過渡，以及嗣後的全面施

行，於「社會繼受」上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從表面上看，自 1923 年 1 月 1 日

起，先前「依舊慣」所發生的民事財產法上權利，皆轉化成日本民法上各種權利，

似乎對台灣人的法律生活有重大影響，但其實台灣人在此之前就已承受過類似的

衝擊，就像事先已打過預防針一般。按如前所述，歐陸式所有權、抵押權、質權，

自 1905 年起即實質上出現於台灣，並經由相當廣泛且精確的土地調查而確認其

權利人，故 1923 年所變動者僅是改依日本民法上稱呼，以及關於物權得喪變更

改採日本民法上登記對抗主義。日本歐陸式民法上的地上權、永小作權、租賃權

等，雖是 1923 年起始導入，但其與之前「依舊慣」所認定的地基權、永佃權、

佃權亦有相當大的類似性。25
 復以台灣人於進行不動產交易時，已漸習慣於委

請具有歐陸民法專業知識的司法書士，代為撰寫契約及辦理登記，使得歐陸式民

事財產法上權利已相當普遍地為台灣人所運用。26
  

 

歐陸民法在日治台灣之漸次為社會所接受，迥異於其在同時期中國之難以推

展。這樣的社會繼受，更為二次大戰後中國的歐陸式民法在台灣之施行，奠定堅

實的基礎。凡此均有待下一節詳述。 

 

四、施行民國中國歐陸式民法典及美國式民事特別法（1945 年迄今） 

                                                                                                                                                        
大法學評論》，第 130 期（2012 年 12 月），頁 232-234。 
23

 參見司法院司法行政廳，《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第一輯》（台北：司法院司法行政廳，2004），

頁 116。 
24

 參見王泰升，〈殖民現代性法學：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現代法學知識的發展（1895-1945）〉，頁

222-230、234-236。 
25

 詳細的情形，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39-342。 
26

 參見王泰升，〈台灣民事財產法文化的變遷－以不動產買賣為例〉，載於同作者，《台灣法的世

紀變革》（台北：元照，2005），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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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自 1945 年起，施行作為民國時代中國民法現代化成果的中華民國

民法典，故在此須先說明該中華民國民法典及學說的由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所

建立的國民政府（1928-1948），於二次大戰後代表同盟國軍事接收日本統治下的

台灣。雖國際法上台灣的主權尚待國際條約釐定，但中國接收當局已宣布將台灣

納入其版圖，並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在台灣施行其包括民法典在內的所有法

律。27
 然而，日本歐陸式民法的影響力其實並未因而離開台灣，因為新來的中

華民國歐陸式民法及其學說，如下所述，具有相當重的日本色彩。 

 

中國清朝政府（1644-1911）於 20 世紀初欲制定現代型民法典時，即是聘請

日本學者松岡義正擔任起草工作。1911 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計分五編：

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大體仿效德、日兩國民法。中華民國於 1912

年正式成立後，北洋政府（1912-1928）於 1925 年提出「第二次民律草案」，維

持五編，總則與物權原則上與前次草案相近，債編酌採瑞士債務法，親屬繼承兩

編則部分納入中國法院的判例，而當時中國關於民事事項的實證法，乃是清朝政

府原有之關於「戶婚田土錢債」之規定，尚未施行歐陸式民法典。由國民黨建立

的國民政府於 1928 年形式上統一中國後，欲立即完成民法典的制定。因此總則

編於 1929 年公布並施行，債編與物權編於 1929 年公布、1930 年生效，親屬編

與繼承編則 1930 年公布、1931 年生效。28
 其條文內容與第一次及第二次草案有

若干差異，例如不同於日本等國的民商分立，而改採「民商合一」，並納入具中

國傳統特色的「典權」，且在親屬繼承部分改以兩性平等為理念，不認為妻為限

制行為能力人，還承認女子有遺產繼承權。29
 整體而言，中華民國民法在財產

法方面，不論法律用語或規範內涵都與日本民法十分類似，蓋均繼受自歐陸民法，

但在身分法方面比日本民法接納更多歐陸個人主義民法規範。 

 

關於民法學說，民國時代中國亦深受崇尚歐陸的日本法學的影響。中國於晚

清派遣學生出國學習法政，雖有遠赴歐美者，但以前往日本者居多數；日本方面

也為中國留學生特別設立一年期的法政速成科，例如法政大學即由日本民法權威

梅謙次郎主導之。在中國國內接受法學教育者，亦經常研讀那些充滿著日文漢字、

甚或已全部被翻譯成華文的日本法學著作。於北洋政府時代，為迎合學子準備法

官考試之需，出現了許多關於民法學的日本法學論著之翻譯。梅謙次郎所著《民

法要義》，包含總則、物權、債權、繼承、親屬五部，從 1910 年起開始被翻譯成

華文，1913 年全部譯本均出版，直到 1920 年代仍不斷再版。中國在完成其歐陸

式民法後的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雖已出版眾多論述中華民國民法的書籍，但

                                                      
27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12-113。 
28

 參見國史館中華民國史法律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法律志（初稿）》（台北縣新店：國

史館，1994），頁 333-334。 
29

 詳細的情形，參見國史館中華民國史法律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法律志（初稿）》，頁

33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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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歐陸、日本的民法學說，經常不加分析批判，甚至忽略本國條文內容之可能

與外國有別，而全盤移植。按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訓政體制底下，中國法學

界較可能持獨特見解的是，與統治權密切相關的公法領域，而非民法。在國民政

府主政時期，研究法學之人已從過去以留學日本為大宗，逐漸增加了前往美國及

歐洲等地留學者，但由於語言的相似性，日本法學論著仍較易親近。30
 

 

 民國時代中國民法與戰前日本民法的相似性，使得 1945 年雖然發生整個國

家法秩序遭更換的法制形式上大變動，但不致於過分干擾台灣社會對於歐陸民法

的繼受。1945 年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並未像 1895 年來台的日本政權般，在經一段

過渡期才以其民法規範台灣人，而是在台灣即刻全面施行其既有民法。中華民國

民法雖近似戰前日本民法，但兩者還是存有若干差異，例如就物權得喪變更，前

者採登記生效主義、後者採登記對抗主義，而國民黨政權於 1947 年辦理土地總

登記時，有時竟然將在登記對抗主義下可能非真正權利人的登記簿上所有人，登

載為中華民國法上所有人。尤其是既有之依日本民法設定的不動產質權，因中華

民國民法上沒這項權利而戰後不被承認，直到 1951 年才以「臨時典權」之名被

接納。31
 前述情形確已造成不少曾受日本統治的「本省人」的民事權利受損，

不過對多數的本省人而言，正因為兩國民法上權利類型及規範內容的相似，而得

以延續其日治時期既有的民事法律運作經驗。另一方面，從 1945 年起自中國移

居台灣的「外省人」，原本在中國大陸時即處於中華民國民法底下，到了台灣，

可得到一個比中國大陸更便於運作歐陸式民法的大環境，例如台灣有日本統治當

局留下之精準的戶籍及地籍。此外，台灣在戰後東西方冷戰中歸屬於以美國為首

的西方陣營，也讓包括本省人及外省人的台灣人民，有更多可適用歐陸民法的資

本主義經濟活動。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欲圍堵共產主義勢力的美國即與台灣建立緊密的

軍事及經濟上同盟關係，這項政治因素使得台灣在沿用上述民國中國歐陸式民法

的同時，在民事特別法部分引進頗多屬英美法系的美國法上制度。透過美國對台

經濟援助（1951-1965），美國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經貿法體制。32
 這些與經貿相

關的法規，有些即屬歐陸民法概念下所稱的「民事特別法」。例如以動產擔保交

易法，引進歐陸民法所無、源自美國法的動產抵押；在民商合一底下作為民事特

別法的公司法，於 1966 年所為修正深受美國「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觀念

影響；1968 年更公布施行作為公司法之特別法、仿效美國法制的證券交易法。

美國於 1970 年代晚期與台灣斷絕正式的外交關係，轉而與中國建交，但仍維持

其對台灣政經的強大影響力。1985 年由於美國以貿易報復威脅，台灣在著作權

                                                      
30

 其詳，參見王泰升，〈四個世代形塑而成的戰後台灣法學〉，《臺大法學論叢》，40 卷特刊（2011

年 10 月），頁 1374-1388。 
31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92-294、297。 
32

 參見陳維曾，《法律與經濟奇蹟的締造—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經貿法律體系互動之考察》（台

北：元照，2000），頁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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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接受了傳統上為歐陸法系所無、卻為美國法所採取的懲罰性損害賠償觀念。

其後，商標法和消費者保護法在民事賠償責任上，也接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

於 1990 年代，留學美國者人數漸增，美國法對台灣法學界的影響力增強，台灣

已透過立法，主動採取例如信託法等英美法上制度。33
 晚近又引進美國公司法

制上的獨立董事制，以及 2015 年在公司法上增列美國式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雖然如此，台灣在民法的基本概念及法釋義方法上，仍一直堅守歐陸法系

的傳統，此與下述德、日兩國民法學在戰後台灣的主導性地位有關。 

 

五、從第二代法學者開始大量引進戰後歐陸民法學 

 

戰後台灣歐陸法學之興盛，導因於前往德國習法者人數眾多。戰後以外省人

法學者占大多數的台灣第一代法學者，所呈現出的外國法視野，並未以德國法為

限，還涉及有多國法律的引介與比較，34
 且這些法學者的留學國別亦遍及日、

德、法、英、美等諸國。35
 不過，作為戰後台灣第一所法學教育機構的臺大法

律系，教師們普遍認同德文在法學訓練上的重要性，並認為人數占多數的本省人

學生既已熟悉日文，則應另外學會德文，留學法國的梅仲協擔任系主任時（1950

年代）更確立碩、博士班的研究生必修德文的制度。36
 此有助於已具德文能力

的臺大法律系學生，在學費較低和獎學金的激勵下，37
 選擇前往德國留學，後

來成為第二代法學者的主力。38
 

 

眾多留學德國的台灣第二代法學者，於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學成歸國，一方

面在制度層面，為台灣法界更新了戰後德國的法律，另一方面在教學與研究上，

引介了法學方法與法學理論等思想層面的知識，並據以作為研討實務判決內涵的

標準。按民法學在歐陸法學中具有最基本、最核心的地位，故其在整個「學說繼

受」中亦最為重要。於是，留學德國的第二代法學者，例如王澤鑑教授，開始在

台灣提倡「請求權規範基礎」的思考方法，並採取「實例研習」的教學方法，除

了在著作中設計虛擬的討論案例，也有針對實務判決內涵進行研討的作品。就「實

例研習」的體裁，於今已成為各法律系所廣泛使用的教學方法，甚至做為各類法

                                                      
33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88-289。 
34

 關於台灣各個世代法學者之形成及其學術特色的整體描述，參見王泰升，〈四個世代形塑而成

的戰後台灣法學〉，頁 1396-1411。 
35

 參見王泰升，〈台大法學教育與台灣社會（1928-2000）〉，載於同作者《台灣法的世紀變革》（台

北：元照，2004），頁 181-202，「表 3-2：臺大法律系教師背景一覽表」。 
36

 參見王泰升，〈台大法學教育與台灣社會（1928-2000）〉，頁 149、167、173。 
37

 參見王泰升，〈台大法學教育與台灣社會（1928-2000）〉，頁 210。 
38

 以臺大法律系為例，從戰後初期設系到 1960 年代初，教師中有國外留學經驗者，赴美加者與

赴日本者各為 14 人，赴法國與赴德奧者各為 3 人；1960 年代中期以後至 1980 年代前期，卻是

以留學德國為最多，亦即赴德國 11 人、日本 9 人、美國 6 人、法國 4 人；1980 年代後至 2000

年，仍以留德者最多，有 11 人，其次為留美（及英國）者 9 人、日本 4 人、法國及瑞士 2 人。

王泰升，〈台大法學教育與台灣社會（1928-2000）〉，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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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試的主要命題方式。39
  

 

前述具有創新意義的法學方法與理論，深深吸引著台灣各法律系的有志學子

（不再侷限於臺大的學生），為進一步探求法學之美，而前往其來源所在的德國。

因此留德的法律人才，仍是台灣第三代法學者的主力，儘管此時以成為學者為目

標而留學美國者已逐漸增多了。在留德的第二代法學者帶領下，留德的第三代、

第四代法學者，都相當勤於以華文撰寫民法論著。於是，眾多未以法學研究為志

業或未曾接觸過德文的法律人，都對德國民法及其學說有所認識，使得德國民法

學說在台灣法律界備受尊崇。 

 

由於德國民法學對於台灣的影響，已由具體的法制上規範內容，進入由學說

理論所構築的思考方法層面，例如上述法律之適用在於探尋「請求權規範基礎」

的思維模式。40
 縱令戰後台灣在民事特別法上頗多仿效美國法之例，這些繼受

自屬英美法系之美國的法律，仍須被納入前述籠罩在戰後德國法釋義學的概念及

思考方法的法體系內，進行解釋適用。41
 

 

戰後留學日本的台灣法學者，亦為歐陸民法學說之繼受，增添強大的力道。

從戰後到 1970 年代為止，台灣法學界的法學理論基本上仍跟隨著日本法學界，

包括沿襲自戰前日本者。就民法學而言，由於眾多由民國時代中國或日治時期台

灣所培育的第一代法學者，均相當仰賴日本的法學論著，故日本自戰前延續至戰

後的民法學說，仍引領著戰後台灣的民法理論。42
 大約 1960 年代中期後出現之

以留德為主、前往歐陸學習的第二代法學者，直接繼受德國、法國等歐陸國家的

學說，並據以批判原受日本影響的既有民法學說。但另一方面，以本省人占大多

數的第二代法學者中，基於對日本的熟悉而前往日本習法者仍相當多，其帶回日

本戰後雖已受美國法影響、但猶以歐陸法系為主的民法理論及學說。且第二代法

學者中還有不少司法官，因曾在日治時期受教育而具有日語能力，故得以參考日

本法學論著，例如孫森焱大法官在民法學研究上即有出色表現。43
  

 

雖然至第三代、第四代台灣法學者，留學日本者人數漸少，故日本包括民法

學在內的法學理論在台灣法學界的影響力，從 1990 年代起即逐漸走下坡。不過，

日本社會現狀較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接近台灣，故日本法制常常是台灣所仿

效的範本，且日本還可提供如何在歐陸法系民法概念的基礎上，納入原屬英美法

                                                      
39

 參見陳忠五，〈戰後台灣財產法學說變遷〉，載於台灣法學會台灣法學史編輯委員會編，《戰後

台灣法學史》（台北：元照，2012），上冊，頁 222-223、235-237。 
40

 參見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踐》（台北：王慕華，1999），頁 60-64。 
41

 參見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踐》，頁 276。 
42

 參見陳自強，《臺灣民法與日本債權法之現代化》（台北：元照，2011），頁 343。 
43

 參見王泰升，〈四個世代形塑而成的戰後台灣法學〉，頁 1398-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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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信託法等的經驗。44
 日本民法學說因此在今之台灣民法學界，仍普遍受到

重視，也等於是確立歐陸法系民法學在台灣不受動搖的地位。 

 

六、伴隨民主化而呈現台灣民法的自主與獨特 

 

在長期接觸歐陸式民法及學說底下，台灣社會大體上已習於歐陸式民事法律

生活。按中華民國民法典在民國時代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實難以貫徹執行，45
 

其從 1945 年施行於台灣之後，才是該民法典上現代型法律規範得以落實於人民

生活，發揮定紛止爭、活絡交易之功能的開始。46
 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政權在

台灣留下了相當完整之施行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民法所需的人籍、地籍資料。47
 

占絕大多數人口之具有日治經驗的台灣人民，早自 1923 年，於中華民國民法典

在中國都還未公布生效之時，即已開始體驗與中華民國民法典同樣以繼受德國法

為主的日本民商事法典。因此當 1990 年代台灣因政治民主化，國會改為全由台

灣人民定期選出的代議士所組成，亦即台灣社會可自主地配合其需求，而決定自

身的民法規範時，所參考的法律規範模式及概念仍屬歐陸法系，而未改採美國的

英美民法。 

 

台灣在國民黨一黨執政時期（1945-2000）即將結束時，1999 年修正的民法

債編，已顯現出歐陸式民法及學說的在地化。按 1999 年 4 月 21 日公布的民法債

編修正，計修正 123 條、增訂 67 條、刪除 9 條，增修幅度達到 38％，並自 2000

年 5 月 5 日正式施行。觀其修正內容，多以明文承認（有少數係否認）最高法院

判例、判決或決議以及學說理論。這些法院判決判例等所處理的，都是真實發生

於台灣社會之民法問題，而不僅僅是外國法學論著內的學理或案例。修正後民法

債編又創設新的規定、設置新的有名契約類型，藉以規範包括合會在內、台灣常

見的經濟活動態樣。48
 這次修正也是為了回應中華民國法制在台灣所制定的「勞

動基準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特別民法的立法衝擊，最明

顯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對債編契約法與侵權行為法方面的修正。故有實務界出身

的民法學者表示：「這是為『我們自己的社會』量身修正的民法，希望能夠適應

                                                      
44

 台灣於 1995年制定的信託法，主要是以日本及韓國的信託法為本，只參酌英美的信託法原則，

其原因應是台灣法與日本法同屬歐陸法系，在法律概念上有其親近性，較易仿效。參見陳自強，

《臺灣民法與日本債權法之現代化》，頁 180。 
45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16。 
46

 參見國史館中華民國法律史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法律志（初稿）》（台北：國史館，1994

年），頁 381，此部分為蘇永欽撰。 
47

 金門馬祖於今同樣施行中華民國民法，但其未經歷日本統治 50 年，故在民事法律生活上與台

澎有若干差異，例如較欠缺完整的土地登記、仍有不少典權存在等。這項議題還有待未來詳細研

究。 
48

 參見詹森林，〈民法債編及民法債編施行法修正內容概述〉，《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 期（1999

年 6 月），頁 18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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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民情」。49
 此一語道出中華民國民法之台灣化，及可能有別於歐陸各國，

乃至東亞日本、韓國、中國等國之獨特性。 

 

 台灣在 2000 年後進入政黨輪替時代，終結一黨執政的民進黨與 2008 年再次

掌政的國民黨，接續完成的民法物權編修正，再次經由在地化，顯現台灣歐陸式

民法的特色。台灣民法物權編的修正，於國民黨長期一黨執政即將結束時，已有

草案但未能完成立法。民進黨政府於 2003 年將之分為擔保物權、通則及所有權、

用益物權及占有等三類來進行。最終「擔保物權」部分在 2007 年 3 月 28 日修正

公布並於 6 個月後施行，「通則及所有權」部分則等到國民黨再執政之時，在

2009 年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並同樣於公布後於 6 個月後施行。50「用益物權及占

有」部分，再於 2010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並將於公布後於 6 個月後施行。51
 這

些修正如下所述，乃為了回應台灣在地的需求。 

 

民法物權編的修正，除持續原有之參酌台灣司法實務見解及參照外國立法例

之外，52
 還積極地規範台灣社會的法律傳統。例如，日本銀行業習用之稱為「根

抵當」的最高限額抵押，在日治下台灣，於 1907 時即已相當盛行，再經數十年，

於戰後雖改行中華民國法制，但其仍是通行於台灣社會的慣例。53
 原本在中國

制定的民法物權編並未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但在台灣的最高法院不顧「物權法

定」原則而以判例承認之。54
 為了更周延地加以規範，前述 2007 年的修正將最

高限額抵押權，明文納入物權編（第 881 條之 1 至之 17）。又，向來偏好抄襲

歐陸法制的中華民國民法典，對屬於漢族法律傳統且在台灣社會仍相當活躍的當

鋪，收受擔保物以辦貸款，並於借期屆滿未還即可就擔保品加以變價的法律關係，

原本抱有敵意。物權編施行法第 14 條明文規定：當鋪不適用有關質權之規定，

而僅以「當舖業管理規則」（2001 年 8 月 27 日廢止）及「當舖業法」（2001

年 6 月 6 日公布施行）加以規範。但隨著對於台灣在地經濟活動的更加關注，2007

年的物權編修正已將當舖所發生的上述法律關係，以「營業質權」為名，納入民

法典中（第 899 條之 2）。2009 年的物權編修正，亦允許依習慣法來創設物權關

係，除了可避免僅能依制定法創設物權之僵化，還可讓物權法更貼近社會生活；
55

 並在第 827 條新增可依習慣創設公同共有關係之規定，同樣使得物權法更貼

                                                      
49

 孫森焱，《新版民法債編總論》（台北：自刊，1999），上冊，序，頁 2。 
50

 參見陳榮隆，〈互動而成之新物權通則及所有權〉，《月旦法學雜誌》，168 期（2009 年 5 月），

頁 6。 
51

 參見謝在全，〈物盡其用與永續利用：民法用益物權之修正〉，《台灣法學雜誌》，146 期（2010

年 2 月），頁 2。 
52

 陳榮隆，〈互動而成之新物權通則及所有權〉，頁 9-15、23-28。 
53

 參見王泰升，〈近代西方法對台灣華人的影響〉，收於王泰升，《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台北：

元照，2002），頁 135-136。 
54

 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1097 號判例：「所謂最高限額之抵押契約，係指所有人提供抵押物，

與債權人訂立在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現在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之抵押權設定契約而

言。」 
55

 民法第 757 條修正為：「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參見謝在全，〈物權法新紀元：



13 
 

近台灣的真實社會生活。 

 

亦有以民事特別法，接納台灣社會的法律傳統之例。在台灣屬於漢族法律傳

統的祭祀公業，長期以來僅由法院以習慣法或事實上習慣的方式加以承認。晚近

出於積極地整頓祭祀公業之目的，於 2007 年 12 月 12 日公布「祭祀公業條例」

（2008 年 7 月 1 日施行），以制定法的方式來規範，且允許祭祀公業得登記為

「祭祀公業法人」（該條例第 21 條）。但該條例就祭祀公業派下員之資格及繼

承，仍支持傳統上的限於男系子孫（第 4 條、第 5 條），引發主張兩性平權者的

批判。56
 惟無論如何，這等於是日治時期 1914 年「舊慣立法」的復活，台灣透

過自己的法律來規制在地的民事傳統，不再受域外政治權威的干涉。 

 

不過，現行台灣民法仍保有其來自民國時代中國的歷史遺緒，例如在晚近這

波改革中，未將典權從民法典中剔除。按台灣於日治時期，原有之源自漢族法律

傳統的典權，均已轉化成日本歐陸式民法上不動產質權，人們對於典權的印象已

漸趨淡薄。戰後的中華民國民法典上雖有典權之規定，但除了先前未曾受日本

50 年統治的金門馬祖外，已極少人使用典權。依據台灣近十年來（以物權編修

正時為準）用益物權登記件數統計，次數最少者即是設定典權的 223 件，亦屬少

見的設定永佃權尚有 267 件。然而 2010 年的物權編修正，卻保留從中國法制史

的觀點可謂為「唯一純出於固有法」的典權，而刪除永佃權。57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親屬編已因婦運團體的推動而大幅修改。台灣的民法親

屬編於 1930 年在中國制定時，仍相當程度受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影響，58
 這些

歧視女性的條文，隨著戰後台灣法學界自當代歐陸引進重視兩性平權的學說，而

遭到批判。1985 年時親屬編即以「貫徹男女平等」為由，修改一面倒向夫的夫

妻財產制，增設夫妻可均分婚姻中所得財產等規定；但從 1980 年代台灣社會已

浮現的女性主義觀點，該次修正僅重視形式平等，例如將「妻對於夫」，改為「夫

妻之一方對於他方」，無視於台灣女性真實的困境。59
 且其他明顯歧視女性之

法律規定，也常以「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裝扮出當事人可自主決定的外觀，

                                                                                                                                                        
物權編通則及所有權之修正〉，《台灣法學雜誌》，122 期（2009 年 2 月），頁 2；陳榮隆，〈擔保

物權之新世紀與未來之展望〉，《台灣法學雜誌》，93 期（2007 年 4 月），頁 36。 
56

 其詳，參見王泰升，〈論台灣社會上習慣的國家法化〉，頁 50-51。惟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布釋字第 728 號解釋，認為祭祀公業條例關於派下權之規定，並未違反憲法保障性別

平等之旨，此舉引發學者批評。參見許玉秀等，〈私法自治 vs.性別平等－從釋字 728 號論祭祀公

業條例之合憲性〉，《台灣法學雜誌》，270 期（2015 年 4 月），頁 47-84。 
57

 參見謝在全，〈物盡其用與永續利用：民法用益物權之修正〉，頁 18、22。 
58 舉其要者，如妻冠夫姓、妻從夫居、子女從父姓、子女隨父居、離婚子女監護權歸夫、父母

對子女親權之行使以父優先、妻之婚後所有財產均歸夫所有、妻之原有財產由夫管理等等。參見

尤美女，〈民法親屬編夫妻財產制暨其施行法修正內容概述〉，《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8 期（2002

年 9 月），頁 181。 
59

 參見陳昭如，〈權利、法律改革與本土婦運—以臺灣離婚權的發展為例〉，《政大法學評論》，

62 期（1999 年 12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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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飾通常由男性主導是否另為約定的社會現實。60
 台灣隨著 1987 年的解嚴，社

會運動蓬勃發展，婦女團體逐漸成為立法的壓力團體，在各個法領域爭取婦女權

益。61
 1994 年 9 月間，婦女團體首度以提起大法官釋憲的方式，挑戰民法中偏

惠男性的條款。62
 大法官因而在釋字第 365 號解釋，認為民法第 1089 條規定父

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有違兩性平等，應自該解

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此促使法務部組成民法親屬編男

女平等小組，提出三階段修法計畫。63
 1996 年第一階段親屬編的修正工作，係

針對前揭釋字第 365 號解釋之回應，修正重點是以男女平等原則及保護未成年子

女、非婚生子女為主旨，修正內容則以父母行使親權為核心。64
 這也是在身分

法領域中，首次由台灣婦運所推動完成的立法改革。65
 1998 年則是對女子待婚

期間禁婚、夫妻之冠姓、夫妻之住所等規定做出修正。66
 2002 年 6 月再對夫妻

財產制做了比 1985 年時更大幅度的修正，使妻之財產不再當然歸夫所有，夫妻

財產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處分，於離婚或死亡時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自由處分金。67
 

     

民法繼承編晚近的修正，經常來自回應台灣社會輿論，從而展現台灣民法的

獨特性。台灣的民法繼承編於 1930 年在中國制定時，對於傳統上的「父債子還」

採取相對肯定的態度，若繼承人未於一定期間內表示拋棄或限定繼承，即應承擔

被繼承人之債務。其自 1945 年施行於台灣後，亦因符合台灣漢人的傳統而被維

持。直到進入 21 世紀後的民進黨執政晚期，許多弱勢家庭或是未成年人繼承巨

額債務等案件不斷發生，隨著經濟不景氣及媒體的推波助瀾，繼承法中的「父債

子還」規定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並在「出生即負債」的案例出現後達到高

峰。欲爭取選票的立法委員紛紛提案，要求修改繼承編以免除該等債務，甚至成

為總統大選的競選政見。因而 2008 年 1 月 2 日修正公布，對於保證債務、以及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改採法定限定繼承制度。68
 並於 2008 年 5 月 7

日增訂公布繼承編施行法第 1 條之 2，將上開條文為溯及既往之適用。於 2008

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後，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為保護一般繼承人之利益，要求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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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須即提出改採全面限定繼承的法案，最後於 2009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為：「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

清償責任。」使得繼承人在概括繼承之後，皆負法定的有限責任，但仍得拋棄繼

承。69
 值得注意的是，上揭繼承法的修正，是來自政治界，而非法學界的倡議。 

 

七、結論 

 

台灣自 1895 年迄今，作為日本殖民地 50 年、戰後初期成為中國一省、其後

65 年作為事實上國家，但法制上一直以繼受歐陸法系為主，最終造就了當今的

台灣民法。 

 

 就台灣之繼受歐陸民法，第一階段是自 1895 年日本領有台灣，到日治中期

的 1922 年。此時台灣的民事事項在許多情況下都須「依舊慣」，但由於整個日本

的國家法秩序已採歐陸法系，故須運用歐陸民法的法律術語及基本概念，詮釋或

轉譯台灣人社會中具有哪些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以形塑為習慣法。且有時還

以民事特別立法改造台灣人習慣法，以引進歐陸式民事制度。以該階段為過渡，

從 1923 年起，日本歐陸式民法中的財產法部分已全面施行於台灣，且學說及社

會實踐上皆有進展。戰前日本身分法中具有歐陸民法元素者，也經常被納入台灣

人習慣法中。 

 

從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作為民國時代中國民法現代化成果的中華民國民

法典，開始施行於台灣。該法典與先前的日本民商法典的相似性，使得台灣繼受

歐陸民法的大方向未受影響。因來自中國的台灣第一代法學者習於日本民法學說，

故日本民法及其影響力續存於戰後台灣。延續自日治時期的民事法律運作基礎設

施及一般人民既有的使用經驗，讓歐陸民法得以不斷地滲透入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雖民事特別法上也的確增添了不少美國法色彩。從第二代法學者以降，前往德國

為主之留歐學者，將戰後歐陸民法制度及學說帶回台灣，使之成為台灣民法運作

及學說發展的核心。留學日本的學者或熟悉日語的法律實務家，對戰後台灣之持

續繼受歐陸民法，亦有所貢獻；1990 年代後日本對台灣法學界的影響力雖已稍

降，但仍足以在台灣推銷日本將英美法系民事制度納入歐陸法系運作的經驗。 

 

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伴隨著 1990 年代的民主化，台灣在法學界已將歐

陸民法學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透過法院、大法官、社運團體、立法機關等，針對

台灣社會的需求，形塑自身的民法體制。當台灣民法展現出相對於其他國家民法

的獨特性時，也就表示台灣已成為一個自主成熟的歐陸法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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